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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 

时空分异及其协调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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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采取数理统计和重心模型法分析 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的时空分异

特征;基于整治强度、整治潜力和整治难度等土地整治实施的核心指标,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综合评判 1998～2017

年湖北省土地整治实施的协调性。结果表明:(1)1998～2017 年湖北省土地整治总体呈现出上升的发展态势,投资规

模、建设规模、新增耕地规模和项目数量均表现为先快速增长后有所回落最后趋于平稳的特点,在空间分布上表现

为鄂中平原地区高,鄂东和鄂西地区较低的格局特征。(2)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各实施要素的重心均位

于江汉平原腹地,并在天门市-钟祥市-京山县一带呈波动式变化。(3)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协调度

呈现低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和高度耦合协调 3种状态,低度耦合协调状态主要集中在鄂北和鄂东低丘岗地区,

高度耦合协调状态主要分布在鄂中平原地区,中度耦合协调状态分布较广,全省范围内均有覆盖。对区域土地整治项

目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实施协调性研究可为新时期我国统筹区域土地整治事业发展及实施差别化管控策略提供有益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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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末我国开始大规模开展土地整治工作。20余年来,土地整治不仅成为缓解我国耕地保护压力和粮食安全问题

的重要手段[1～3],而且还是改善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条件的有力保障[4,5]。然而,中国土地整治在发展和实践中也面临着

诸多问题,如以项目为载体过分追求新增耕地数量,项目整治资金与整治任务配置错位而整治效率不高,实施中注重计划安排而

缺乏对实施要素协调状态的有效评价等[6～8]。土地整治项目只有依据地区间的发展差异进行合理部署,科学引导投资、有效安排

整治任务,才能切实提高土地整治效益,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9,10]。因此,分析一定阶段内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时空分异特

征及其协调状态,对有效掌握土地整治的发展趋势,明确区域土地整治方向,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土地整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

值。 

当前,国外学者对土地整治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整治政策制度[11,12]、技术与规划方法[13,14]、整治效益[15]以及生态环境效应[16]

等方面,对土地整治时空分异及其协调性的关注较少。国内方面,学者多从全国[17,18]、省域[19,20]、县域[21,22]等尺度对土地整理、开

发、复垦等项目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行了探究。在研究内容上多集中于对个别单一实施要素的分析,例如,杨俊等
[20]
以湖北省为例,

探讨了土地整治项目的演化历程及时空格局特征,并对土地整治项目的投资进行分区;魏凤娟等[23]基于县域尺度分析了湖北省土

地整治新增耕地面积的时空特征、新增耕地来源及影响因素,而以土地整治开展至今 20年来为时间序列,进行土地整治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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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要素的时空特征分析的研究尚未提及。此外,由于不同区域的自然要素、经济社会和政策制度不同,土地整治时空分异的特征、

机制及实施要素间协调状态也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24,25]。因此,基于区县级中小尺度,分析省域范围的土地整治实施的多要素时空

分异特征及其协调状态,对加强土地整治理论及实践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采取数理统计和重心模

型法刻画 1998～2017 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时空分异特征;以“建设规模—耕地状况—投资规模”三维要素的匹配及协

调性为依据,构建基于“整治强度-整治潜力-整治难度”的土地整治实施协调性测度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综合评判

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的实施协调性,希冀为新时期我国土地综合整治战略部署及区域化管控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位于中国中部,长江中游,界于 108°21′42″E～116°07′50″E、29°01′53″N～33°06′47″N之间,地域广阔,

国土总面积 34298.07km2,共辖 17个地级市(州),103个县(市、区)。湖北省地貌复杂多样,山地、丘陵、岗地和平原兼有,依据湖

北省地形地貌特征,本文将全省划分为 5个类型区,见图 1。 

 

图 1湖北省地形地貌分区图 

鄂中平原类型区主要包括鄂州、天门、仙桃、荆州等地区,地貌类型以平原为主,兼有少量岗地,总面积为 12735.12km2,占全

省总面积的 37.13%,2017年常驻人口 2881.75万,GDP总量 21563.61亿元,经济发展水平位于湖北省前列。该地区地处江汉平原,

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土壤肥沃,耕地资源丰富,2017 年粮食总产量为 1296.18 万 t,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

47.95%。鄂东丘陵类型区主要包括黄冈、黄石和咸宁等地区,地貌类型以低山丘陵为主,区域总面积 2358.48km2,占全省总面积的

6.88%,2017 年常驻人口 1134.66 万,GDP 总量为 4636.09 亿元,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湖北省中游。鄂北岗地类型区主要包括随州、

襄阳等地区,地貌类型以低丘岗地为主,总面积为 5867.12km2,占全省总面积的 17.11%,2017 年常驻人口 786.45 万,GDP 总量为

5000.62 亿元,经济发展水平位于湖北省中游。鄂西南山地类型区主要包括恩施自治州和宜昌等地区,海拔较高,地貌类型以林地

为主,总面积为 6975.12km2,占全省总面积的 20.34%,2017年常驻人口 749.66万,GDP总量为 4658.4亿元,经济发展水平位于湖北

省中游。鄂西北山地类型区主要包括十堰、神农架等地区,海拔较高,地貌类型以林地为主,总面积 6362.22km2,占全省总面积的

18.55%,2017年常驻人口 349.48万,GDP总量为 1657.83亿元,经济发展水平位于湖北省下游。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以湖北省县域为研究单元,考虑有些市辖区从未开展过土地整治项目,如武昌区、汉口区,为便于统计和对比分析,将一

些市辖区进行合并,共得到 77个研究单元。文中数据主要包括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数据和耕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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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整治项目实施数据来源于湖北省 1998～2017年批复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包括高标准农田土地整治、低丘岗地改造、

土地开发、土地复垦及耕地占补平衡项目等。此外,根据湖北省国土整治局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研究期间存在一定的已整治耕地

或项目区被占用的情况,本文对该类数据已剔除。参考已有研究成果
[26]
,本文选取项目投资规模、建设规模、新增耕地规模和项

目数量作为时空分异格局的统计分析指标。 

(2)耕地资源数据来源于湖北省 2017 年土地调查更新数据库,从中提取耕地图层。耕地质量等别采取面积加权方式,基于原

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发布的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求得各研究单元耕地质量的平均等别。 

2 研究方法 

2.1重心模型法 

重心的概念起源于物理学领域的力学研究,后来逐渐应用到地理学研究中[27～29],运用该模型表示土地整治项目某种属性的重

心为: 

 

式中:(Xi,Yi)为第 i个子研究区域的重心地理坐标,Mi是这个子研究区域的某种属性值。 

同时,为反映重心偏移幅度,引入空间距离计算公式。设重心偏移距离为 d,(xi,yi)、(xj,yj)分别为两个重心坐标,则: 

 

2.2实施协调性测算 

2.2.1协调性测度指标 

土地整治是一项采取行政、经济、工程技术等措施对配置不当、利用不合理的土地进行综合治理改造的过程。土地整治项

目实施和管理的关键要素,即建设规模、耕地状况和投资强度,由于受区域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空间尺度上

存在较大差异,其状态直接决定土地整治的最终效果。因此,从宏观规划布局角度出发,可以通过对土地整治实施过程中“建设规

模—耕地状况—投资强度”三维要素相互匹配程度的综合分析,表现为“整治强度—整治潜力—整治难度”三者之间的动态关

联效应,来研判一定时期内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协调状态。参考项晓敏等的研究成果[7,25],并结合湖北省土地整治开展的实际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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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协调度模型 

基于土地整治实施要素间协调性的内涵分析,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协调性,计算步骤如下: 

 

式中:D为协调度,D∈[0,1];C为耦合度,C∈[0,1];T为土地整治实施状态评价综合得分;U1、U2、U3分别为整治强度、整治潜

力和整治难度;a、b、c 为相应的重要程度,且有 a+b+c=1。,C 值最大。本文认为整治强度、整治潜力和整治难度同等重要,对整

个系统的贡献度相同,故取 a=b=c=1/3。 

此外,根据耦合度值和协调度值的变化,将耦合度划分以下 4个区间,如表 1所示。 

表 1耦合度和协调度取值区间划分 

 
(0,0.3] (0.3,0.5] (0.5,0.8] (0.8,1] 

耦合度 C 低水平耦合阶段 拮抗阶段 磨合阶段 高水平耦合阶段 

协调度 D 低度耦合协调 中度耦合协调 高度耦合协调 极度耦合协调 

 

3 结果与分析 

3.1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时空特征 

本文从时间和空间 2个维度对湖北省 1998～2017年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在时间轴上,汇总统计结果

见表 2。从总体来看,项目投资规模、建设规模、新增耕地规模和项目数量均呈现先逐渐增加后减小的变化形式。投资规模和建

设规模的发展态势基本一致,都表现为先波浪式递增,在 2013 年前后达到峰值后迅速下降,经历了一次较为明显的震荡过程。新

增耕地规模在 1998～2007 年 10 年间呈现出一种温和的增长态势,在 2008 年达到 38439.97hm2后有所下降,随后迅猛增长,并在

2011年达到最大值(156772.59hm
2
)后迅速跌落至 2014的 9524.74hm

2
,2015～2017年趋于平稳,但新增耕地面积均能保持在 10000

公顷以上。项目数量在 1998～2011 年 14 年间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形式,由 1998 年的 5 个增长为 2011 年的 3199 个;在 2012

年有所回落,但 2013年又回升至 3115个,而后迅速下降,2014年仅为 832个,此后保持稳定。不难发现,虽然 1998～2017 年湖北

省土地整治项目投资规模、建设规模、新增耕地规模和项目数量都经历了一次明显的上升和下跌过程,但是总体而言,该四项指

标在时间轴上还是呈现出较强的上升态势。 

表 2湖北省 1998～2017年各年土地整治项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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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投资规模(万元) 建设规模(hm2) 新增耕地规模(hm2) 项目数量个 

1998 20.62 5.12 3.93 5 

1999 403.04 103.85 92.72 6 

2000 3114.93 1119.20 892.46 46 

2001 15167.63 5750.60 2426.96 124 

2002 12115.04 5375.66 1911.89 153 

2003 32074.33 14444.52 4281.15 220 

2004 44832.91 14920.85 5143.12 425 

2005 217345.65 114779.41 9717.76 742 

2006 168423.32 77958.35 10685.01 1010 

2007 150208.35 55497.79 12284.41 1329 

2008 654851.11 278982.35 38439.97 1607 

2009 495092.83 166400.17 31602.15 2258 

2010 885023.14 308402.37 38994.11 3018 

2011 662445.98 234606.16 156772.59 3199 

2012 607028.86 256868.73 59360.54 2224 

2013 1650525.22 542847.23 49075.57 3115 

2014 1160374.33 377634.47 9524.74 832 

2015 650654.08 209493.96 12090.28 788 

2016 256521.73 76938.18 10101.25 711 

2017 302696.29 93261.07 12256.63 812 

 

在空间轴上,汇总研究单元 1998～2017 年的土地整治项目数据,并借助 ArcGIS10.2 软件中的自然断点法将土地整治实施要

素划分为 4个级别,分别为高水平区、中高水平区、中低水平区和低水平区(图 2)。从图 2可知,湖北省土地整治投资规模和建设

规模的低水平区均分布在鄂东和鄂西地区,而高水平区集中在鄂中平原地区。其中,低水平区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恩施市、十堰市

和东部的罗田县、团风县、英山县、通山县、崇阳县和通城县。高水平区主要集中在武汉市、洪湖市、监利县、仙桃市、潜江

市、天门市、钟祥市、汉川市、江陵县、沙洋县、京山县、东宝区、远安县和宜城市。主要原因是:这些县(市)主要位于湖北省

江汉平原腹地,该地区地势平坦,耕地资源丰富,是土地整治的高强度投入区。截止 2017 年,江汉平原内上述 3 类项目共投资

193.72 亿元,项目实施规模 66.24 万 hm2,分别占全省总投资和建设规模的 44.31%、43.36%。新增耕地规模的空间格局特征与投

资规模和建设规模的分布特征类似,但存在一些差别,其中高水平区主要集中在枣阳市、随县、宜城市、钟祥市、京山县、沙洋

县、天门市、潜江市、大悟县、大冶市、嘉鱼县和崇阳县,低水平区分布在鄂东和鄂西地区。项目数量除鄂西南和鄂东部分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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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低或中低水平外,其他各地均呈现中高或高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是中部江汉平原地区耕地资源丰富,是高标准基本农田整

治、汉江沿线土地开发整理重大工程项目布局的重点区域,投资量大,项目数量多;鄂北、鄂东南低山丘陵区是土地开发、复垦和

低丘岗地改造项目集中区域,虽投资量不大,但项目数量较多。 

3.2重心移动轨迹 

引入重心模型,采用项目投资规模、建设规模、新增耕地规模和项目数量作为各区县的属性,分别计算 1998～2017年各属性

的重心,并模拟其重心移动轨迹。通过公式 2计算各年实施要素的移动距离,如表 3所示。由于 1998年湖北省土地整治刚刚起步,

当年计入统计台账的只有襄阳市谷城县一个土地整治项目,不能从整体上代表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水平,因此,本文以 2000 年为

时间起点,2年为时间间隔,刻画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重心变化轨迹及均衡程度。 

 

图 2湖北省 1998～2017年土地整治项目空间格局 

 

图 3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重心移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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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重心移动距离 

年份 
项目投资重心 

移动距离(km) 

项目建设重心 

移动距离(km) 

新增耕地面积重心 

移动距离(km) 

项目数量重心 

移动距离(km) 

2000 - - - - 

2002 87.60 96.30 71.52 72.08 

2004 97.19 106.67 63.14 18.13 

2006 74.17 66.00 62.26 9.68 

2008 14.13 41.39 50.09 46.68 

2010 36.39 23.17 55.73 56.84 

2012 24.83 13.44 47.55 44.44 

2014 1.73 9.83 66.09 60.68 

2016 25.41 19.31 8.99 17.67 

2017 37.82 36.26 39.71 32.47 

 

由图 4 可知,20 年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的移动轨迹基本一致,移动范围在东经以东 112°50′到东经

113°51′之间,北纬 30°34′以北到北纬 31°00′之间,基本位于湖北省的中心位置。2000、2004 年投资重心和建设重心呈现

明显的东南方向偏移,此后向西北方向移动。从移动距离来看,2000～2006年间重心移动距离最大,项目投资和项目建设的平均移

动距离分别达到 86.32 和 89.66km,此后移动距离减小,最后位于京山县和天门市附近呈抱团式小幅波动状态,这表明湖北省土地

整治项目投资和建设方向逐步明确和稳定。新增耕地规模的移动范围在东经以东112°22′到东经113°17′之间,北纬30°42′

以北到北纬 31°11′之间,也基本位于湖北省的中心位置,其移动轨迹大致呈现“西北-东南-西北”的波动状态。从移动距离来

看,2014～2016 年移动距离最小,只向北偏移了 8.99km,其余年份重心波动距离均较大,平均移动距离为 57.01km。项目数量的移

动范围在东经以东112°21′到东经113°20′之间,北纬 30°40′以北到北纬 31°09′之间,移动轨迹波动较大,大致呈现由东

南向西北方向移动。从移动距离来看,2000～2002 年重心移动距离最大,向西北方向偏移了 72.08km,而 2004～2006 年重心移动

距离最小,只向北偏移了 9.68km。 

3.3实施协调性分析 

分别计算 1998～2017 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强度、潜力和难度指标数值,代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将结果导入

ArcGIS10.2软件中,绘制 1998～2017、1998～2004、2005～2010和 2011～2017年 4个时间段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分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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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耦合度 

从图 4 整体来看,1998～2017 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耦合度呈现低水平耦合、拮抗阶段和磨合阶段 3 种状态。其中,呈

现低水平耦合状态的区域主要涉及鄂西地区的竹山县、竹溪县、神农架林区、远安县等 7个区县;处于磨合状态的主要涉及襄州

区、枣阳市、宜城市、钟祥市等 28 个区县,主要分布在鄂北岗地、鄂中平原和鄂东低山丘陵区;处于拮抗阶段的主要涉及 42 个

区县,全省范围内均有覆盖。分阶段来看,1998～2004 年中,湖北省绝大部分区县处于低水平耦合和拮抗状态,只有少量区县处于

磨合状态。究其原因,湖北省土地整治刚开始实施,尚处摸索阶段,系统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程度较低。2005～2010 年,湖北省土地

整治耦合度以拮抗状态为主,其中低度耦合状态的区县个数开始减少,磨合阶段的区县个数开始逐渐增加,表明湖北省土地整治

项目实施系统的耦合度开始增加,系统内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程度得到增强。2011～2017 年,全省耦合度以拮抗状态和磨合状态为

主,且出现较为显著的集聚效应,这表明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系统耦合度程度明显增强,反映了土地整治投入强度的不断增

加对整治耕地潜力的提升作用日益显著,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有效缓解了区域土地整治的实施难度。 

从图 5可知,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协调度呈现低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和高度耦合协调 3种状态。从

总体来看,低度耦合协调状态区域主要集中在鄂北和鄂东地区,高度耦合协调状态主要集中在鄂中地区,中度耦合协调状态分布

较广,全省范围内均有覆盖。究其原因,鄂中地区处于江汉平原腹地,是我国粮食主产区。该地区地势平坦,耕地资源丰富,土地整

治项目投入强度大,对耕地质量潜力提升较为显著,而整治实施的难度相对较小,因此整体耦合协调性高。反之,鄂北和鄂东地区

地貌多为丘陵和岗地,为了提高土地整治新增耕地面积,该地区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土地开发、土地复垦及低丘岗地改造项目,土地

整治投入强度较大。然而,由于地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限制,该地区耕地质量潜力提升并不高,且整治实施难度较大,导致土地整

治整体耦合协调性较低。分阶段来看,1998～2004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协调度以中度耦合协调为主,只有少量区县出现低

度和高度耦合协调,主要由于湖北省土地整治刚刚起步,各地土地整治实施尚属于摸索阶段,耦合协调特征格局不明显。2005～

2010 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协调度仍以中度耦合协调为主,但高度耦合协调状态的区县个数开始增加,低度耦合协调状态

开始在鄂北及鄂东地区集聚。2011～2017年,随着土地整治的不断发展,湖北省土地整治实施耦合协调状态格局基本形成,呈现出

鄂中平原地区高度耦合协调状态,鄂北和鄂东低丘岗地区低度耦合协调状态的格局特征。 

 

图 5 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协调度 

4 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1)1998～2017 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总体上呈现上升的发展态势,投资规模、建设规模、新增耕地规模和项目数量均表现

为先快速发展后有所回落并趋于平稳的特点。在空间分布上,投资规模、建设规模和新增耕地都呈现鄂中平原地区高,鄂东和鄂

西地区低的特点;低水平区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恩施市、十堰市和东部的罗田县、团风县等地区,高水平区主要集中在中部的江汉

平原一带;项目数量除鄂西南和鄂东部分片区表现为低或中低水平外,其余各地均呈现中高或高水平的分布特征。 

(2)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投资规模、建设规模、新增耕地规模及项目数量的重心在研究期内波动较大,而总体上均位于湖北

省江汉平原腹地,在天门市-钟祥市-京山县一带均呈波动式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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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98～2017 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耦合度呈现低水平耦合、拮抗阶段和磨合阶段 3 种状态。其中,低水平耦合状

态的区县数量较少,主要分布在鄂西地区;处于磨合阶段的区县主要分布在鄂北岗地、鄂中平原和鄂东低山丘陵区;处于拮抗阶段

的区县数量较多,全省范围内均有覆盖。对实施协调性而言,主要表现为低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和高度耦合协调三种形式,

低度耦合协调状态区域主要集中在鄂北和鄂东低丘岗地区,高度耦合协调状态主要集中在鄂中平原地区,中度耦合协调状态分布

较广,全省各区域均有涉及。 

4.2讨论 

(1)本文采取数理统计法、重心模型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1998～2017 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实施

要素的协调性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我国新时期土地综合整治战略部署及区域化管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依据。基于此,本文认为

今后湖北省土地整治的方向在于:1)在鄂中平原类型区,适应发展现代农业和适度规模经营的需要,以耕地保护为重点,统筹推进

农用地综合整治。继续加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力度,扩大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在鄂中平原地区正的扩散效益,通过农田基础设

施建设、耕地提质改造、污染土壤修复等手段,集中连片改良提升农田,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田生态。2)在鄂东

低山丘陵区,以全域国土综合整治为主要方向,强化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治理。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和低效林草地、园地

的整治;同时,推进城乡闲置低效建设用地整治,优化用地结构布局,推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3)鄂西南、鄂西北山地区应加强坡

耕地生态治理。由于该地区土地整治实施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较低,且生态环境脆弱,不宜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整治活动,应以生态

环境保护和修复为主要方向,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第四,在鄂北低丘岗地区,应加强中低产田治理和低丘岗地改造。鉴于

该区域的土地整治集聚格局尚未形成且多呈现低度耦合协调状态,考虑到此地以低山岗地为主,基本农田面积也较大,未来可采

取以基本农田整治为主,强化中低产田治理;在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可适当加强低丘岗地改造,挖掘新增耕地潜力,为湖北

省补充耕地面积提供保障。 

(2)我国土地整治自开展以来基本上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实施模式为主,该模式下土地整治由“上层”制定,“下

层”土地的使用者和项目的最终受益者农户处于被动位置,面临着以项目为载体、过分追求新增耕地数量、绩效较差、整体效率

不高等问题。近年来,为提高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效益,国家开始大力推进土地整治体制机制创新。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

和国家发改委联合颁发的《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提出,按照“政府主动引导、社会积极参与、政策加以保障”的

原则,鼓励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土地整治;湖北省原国土资源厅发布的《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开

展“以奖代补”土地整治项目建设的通知》提出,将开展“以奖代补”政策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

体自行筹集资金开展土地整治项目建设[30]。与传统政府主导模式相比,新型经营主体模式具有明确的投资方向与目标,现代农业

发展优势突出,项目产出效益较高,且实施过程中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注重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有效促进了乡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
[31,32]

。因此,未来应积极创新土地整治项目实施模式,鼓励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土地整

治,地方政府部门为其提供技术指导和监管监督,以此切实提高土地整治效益,使其真正发挥应有的功效。 

(3)本文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主要有:1)在探讨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时空格局特征时,可在分析项目投资规模、建设规模、

新增耕地规模和项目数量等实施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测算单位土地整治单位面积投资额、耕地面积增加率、土地利用提高率、

粮食产能提高率等表征土地整治项目绩效的指标,并分析其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以便得到更具有价值的结果;2)土地整治项目

实施协调性的内涵远比本文所选取的测度指标更为丰富,囿于现有数据,本文尚难以做出全面刻画,因此,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协调

性的影响因素、区域状态的耦合模式及多尺度特征等是今后研究中需要加强和深入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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